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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经历了萌芽发展、整体推进、创新

探索以及全面深化四个阶段，其背后存在复杂的变迁逻辑。在结构逻辑上，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受嵌入宏观情境

影响；在动力逻辑上，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存在微观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在历史逻辑上，我国科学教育政策

变迁存在关键历史节点与路径依赖现象。后续科学教育政策的完善与发展，需强化科学教育政策的统筹规划，促进

政策体系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嵌套衔接；构建科学教育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优势延续；

聚焦政策变迁主体的“利益—权力—行动”关系，培育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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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

■张 黎 赵磊磊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科学教育作为建设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

的重要保障，历来受到我国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培

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

年群体[1]。2023年，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对新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进行了全面部署，这使得科学

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战略

价值愈发凸显。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及科学教育实

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样态，

其背后蕴含的变迁逻辑对于剖析我国科学教育政

策的演进脉络，探明我国科学教育的时代使命及其

历史延续性、历史继承性、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价

值。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国科学教育的基本内

涵、实施现状、尚存问题及优化路径，而对于我国科

学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缺乏一定的理论关照。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制度的深层结构与微观行

动者行为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制度变迁的深层结

构、动力机制、路径依赖等为核心，为制度变迁分析

提供了新的视角[2]。概括而言，结构观、动力观和历

史观是理解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在结构观上，重

点关注制度变迁中宏观、中观与微观等结构性要素

如何相互作用从而推动制度的变迁[3]，强调制度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嵌套结构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

响。在动力观上，强调利益集团、官僚机构和政治

领袖等行动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制度

变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历史观上，

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

试图通过聚焦关键历史节点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

的因果关系。

我国科学教育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走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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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历程，前后阶段相互衔接、循序渐进、关联紧

密，并受到多种动力因素的影响，符合历史制度主

义从较长时间内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的规范。缘

此，本研究尝试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梳理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的演进脉络，深入剖

析科学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进而合理研判科学教

育政策的未来走向与优化路向，以期为未来我国科

学教育的政策布局提供理论依循与行动参照。

图1 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二、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结合关键节点

和不同时期的政策特征，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

教育政策的演进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的科学教育：我国

科学教育的萌芽发展阶段（1978-2000年）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人

均国民总收入仅 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

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愈发强调将

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代表的相关理论阐释

的深化，推动“科教兴国”战略从初步酝酿到最终出

台。在此背景下，我国对科学和教育的重视上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教育事业逐渐步入正轨并进

入萌芽发展阶段。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

大会上强调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

事业；中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则提出要“积极开展

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

贡献”，强调“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以及“大

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4]。1992年，我国颁

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自然教学大纲（试

用）》，在对自然科学课程性质的规定中提出“科学

素养”这一概念，并初步形成了科学素质教育的目

标，这对促进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自然科学课程正

式化、现代化以及未来科学素质教育的课程化目标

奠定了基础[5]。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

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实施“科教兴国”

发展战略，将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列为重要

内容，科学教育由此成为增强国家科技实力的关键

一环。1995年，《国家教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若干意见》出

台，明确提出“教育系统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首要任

务是加速培养各级各类高质量的人才，造就大批德

才兼备的科教后备力量”[6]。至此，科教兴国战略在

我国教育领域充分展开，而科学教育作为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到20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是党中央结合当时我国的现代

化发展进程、国际竞争需要和“三步走”战略目标所

作出的历史抉择。在该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

重点目标在于提升义务教育规模，保障适龄人群

“有学上”，相应的，我国科学教育倡导面向全体学

生，注重学生科学知识的获得。但由于我国缺乏专

门的综合科学课程以及完善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小

学开展的科学教育主要依托自然、物理、生物、化学

等自然科学类课程，因此，我国也大力提倡开展科

学技术普及活动，通过大众传媒以及采取各类宣

传、展教等方式，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思想。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

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多形

式、多渠道地为青少年提供科普活动阵地”[7]。

（二）综合科学课程的出场：我国科学教育的整

体推进阶段（2001-2013年）

据世界银行官网报告，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

收入国家，1999 年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为

2001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

障。21世纪初，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

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

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相比之下，科技创新能

力不足日益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还面

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占有优势的巨大压

力。此外，随着各地区相继通过“两基”评估验收，

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当数量与规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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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提升教育质量的呼声便

逐渐高涨，整个社会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明确了素质教育的目标、内

容以及保障措施。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为

了适应时代发展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掀起了一

场规模空前的课程改革运动。此次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使义务教育阶段形成了专门的综合科学课程，

标志着我国科学教育开始进入综合科学课程的整

体推进阶段。

2000 年 11 月，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颁布

《2001-2005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

纲要》，指出“由于教育观念、活动内容和方法等方

面相对落后，导致我国青少年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8]。同

时，受国外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教育发

展的影响，我国科学教育的人文性和社会价值逐渐

受到重视，这推动了科学教育目标、内容构成、教学

方式的转型。2001年 6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

要（试行）》正式颁布，也指明了科学教育课程改革

的总体方向。2001年 7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

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全日

制义务教育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中小学科学

教育的课程标准。

自 2001年新课程改革以来，小学科学教育由

20世纪的自然或常识课升格为与国际小学科学课

程接轨的小学科学[9]，科学教育课程标准的颁布为

中小学综合科学课程的开发与正式实施提供了有

效参照。与传统的分科课程相比，综合科学课程试

图超越学科的界限，主张统筹设计和整体规划，强

调各学科知识领域的相互渗透和联系整合 [10]。此

外，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2006—2010—2020年）》，提出“重点实施未成年

人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科学教育与培训工程、科普

基础设施工程”，确立了科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

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中的重要地位[11]。该时期，我

国对于综合科学课程教师的任职资格尚未进行明

确规定，且综合科学课程往往受到学校忽视，其规

定的课时通常被数学、物理等采用分学科组织形式

的科学类课程所挤占。此外，中小学的科学教师数

量配置存在较大缺口，实验设备、实验场所等科学

教育资源不足，这使得科学教育难以有效贯彻落实。

（三）科学教育的“核心素养立意”：我国科学教

育的创新探索阶段（2014-2022年）

2012年，我国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

内生产总值 4%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与发

展已经具备了较为有力的财政保障，我国由此进入

“后4%”的教育投入时代。“4%”的实现和保持，为我

国教育事业处理好“提质量”与“促公平”的关系奠

定了基础。2011年我国全面实现“两基”后，推进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此外，为进一步应对知识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以及

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课程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教育

部于2014年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研制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体系。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科学课程与教学改

革开始以发展学生科学核心素养为基本目标并对

教育模式、教育方法、评价体系进行改革，我国科学

教育由此进入“核心素养立意”的创新探索阶段。

2017年9月起，我国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调整为

一年级，义务教育阶段科学课程具有了九年一体化

设计的新课程标准，学段衔接性加强、素养导向明

确[12]。2022年3月，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科学课程

标准（2022年版）》，进一步明确了科学课程的目标

是培养学生科学核心素养，包括科学观念、科学思

维、探究实践和态度责任4个方面[13]。

在培养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目标导向下，我国

的科学教育实践开始融入STEAM教育理念、项目

式学习、跨学科学习等。进入 21世纪，欧美国家开

始强化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工程教育与数学教育

的跨学科融合，即在“STEM教育”概念框架下推进

科学教育 [14]。随着我国愈发重视学生科学素质与

创新能力的提升，西方国家兴起的STEM教育逐渐

被引入我国教育领域，这使得我国科学教育的涵盖

内容、实践形式、实施路径面临创新变革的重大机

遇。2015年，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应当积极探索 STEM教育、

创客教育等，以提高我国学生的创新能力[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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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颁布了《中国STEM教育白皮书》《STEM教

师培养指南》等。随着人文类学科融入 STEM 教

育，STEM 教育进一步丰富和扩充为 STEAM 教

育。基于STEAM教育的基本理念，项目式学习、跨

学科学习等多样化的科学教育方式得以推广，但科

学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科学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

还有待建立健全。

（四）教育、科技、人才三维耦合中的科学教育

体系：我国科学教育的全面深化阶段（2023年开始）

202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GNI）达到 1.26万

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仅有一步之遥，我国由

此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攻坚战阶段。当下，我

国面临着如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这要求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在此背景下，科学教育肩负着夯实创新驱动发

展的科技人才基石的关键使命。2022年，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论断，系

统诠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

图，并将教育、科技、人才视为实现该目标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

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系统谋划，显现出科学

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中的关键价值，为我国科学教育的改革路向

提供了精确指引。教育部等十八部门于 2023年发

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强调“系统部署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支撑服务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

展”[16]。我国第一份专门针对科学教育的政策文件

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科学教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科

学教育改革由此进入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发展的

战略格局之中。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基础教

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强调持续推进科

学素养提升行动，包括“加强科学类学科教学”“持

续深入开展科普教育”“加强教学装备配备和使

用”，并于2023年5月至2027年持续推进[17]。

此外，随着各地区相继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优质均衡的发展阶

段。以优质均衡为目标导向，我国更加关注科学教

育的全纳属性，重视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及特殊儿

童群体科学教育的帮扶托底工作，实施了“中西部

地区科学教育场所援建工程”等项目。2023年，我

国出台《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

系的意见》，强调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

务体系，发挥科普资源重要育人作用，鼓励有条件

的科技馆和各类科普教育基地免费或低收费向学

生开放 [18]。随着科学教育的布局及实施在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上升到国家教育战略与规划层

面，科学教育进入系统整合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

实现多主体协同育人的体系化建设阶段，建立健全

科学教育体系在教育、科技、人才三维耦合中的作

用及价值受到更高程度的关注和重视。

三、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主张从动态论的视角探讨政策

变迁的原因与结果，挖掘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因果关

系。我国科学教育政策以培养人的科学素养、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其变迁过程背后具有复杂的

结构逻辑、动力逻辑与历史逻辑。

（一）结构逻辑：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受嵌入

宏观情境影响

历史制度主义通常采取一种政治活动的结构

分析模式，即找寻制度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

化因素”，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等来解

释特殊而复杂的制度现象 [19]。我国科学教育政策

的变迁遵循着结构逻辑，在社会宏观背景中具有较

强的嵌入性，变迁过程受嵌入宏观情境影响。

首先，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受到宏观政治经

济环境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影响。随着发达国家纷

纷加大科研创新投入，我国愈发认识到科技实力是

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

显示，1996 年，我国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仅为

0.5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96%。随着我国正式提

出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创新与科学教育对国家发展

的重大意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直接推动

了《科学课程标准》的颁布。2019年美国开始对我

国科技企业实施制裁，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影射的

“卡脖子”技术问题警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尖端科

技竞争力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推动了科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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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深化，并在高等教育领域瞄准科技前沿和

关键领域培养紧缺人才，在中小学阶段重视科学教

育和工程教育。在“十四五”开局起步之际，国务院

于2021年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提出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并

重点强调“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水平”“推进

高等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等内容[20]。虽

然我国经济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创新指数持

续攀升，但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浪潮

以及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压力，坚持高质量

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的二

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

对科学教育进行重新定位与战略布局，在此背景

下，我国于2023年出台了第一部关于科学教育的政

策文件，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已进入全新

的历史阶段。

其次，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受到教育发展的

阶段性矛盾、社会文化背景与主流教育价值取向的

影响。2001年，在“两基”目标初步实现、素质教育

全面推进之际，我国追求“办好学”并大力推动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科学教育由传统的分科课程发展为

综合课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随后，我国对科学教育更加

重视，小学科学被列为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的“基

础性课程”，起始年级延伸到一年级。2013 年至

2021年底，我国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

估认定工作相继完成，在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验收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为教育工

作的核心导向，这进一步要求落实学校科学教育以

及提升学生科学素质，并尤其强调为薄弱地区、薄

弱学校及特殊儿童群体提供优质科学教育资源。

可见，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始终影响着科学

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此外，在“后双减”时代，“减

负”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风向标”。沉重学业

负担对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与独立性的严重制

约，是我国颁布“双减”政策的重要动因之一[21]。因

此，有关课后服务、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创新人才

培养之间的联结关系在“双减”的政策话语体系中

逐渐形成。

再次，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受到相互嵌套的

相关制度矩阵、对科学教育发展本质的探索以及社

会赋予科学教育的任务的影响。2014年以来，在基

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与教育评价改革浪潮下，我

国不断完善科学教育课程教材体系。教育部于

2017、2022年先后颁布了两版《义务教育科学课程

标准》，新课标用科学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替代了原

先的科学素养。对此，有学者称我国的科学本质教

育观为“核心素养式”科学本质观，并认为这是我国

将国际科学教育新理念进行本土化的一种实践探

索 [22]。科学核心素养的整体性和科学课程的整体

育人取向要求科学教育容纳跨学科的综合性知识，

并设计进阶课程，注重思维型探究，培养学生整体

的科学认知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此外，在“双

减”政策推出后，国家进一步倡导中小学以课后服

务的形式开展科学教育，使科学教育政策与“双减”

政策形成紧密的互嵌关系。例如，2021年，教育部

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发布《关于利用科普资源

助推“双减”工作的通知》，强调发挥科协系统资源

优势，有效支持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提高学生科学

素质，加强学生科技教育，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23]。

（二）动力逻辑：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存在微

观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

的具体对象是多元利益主体与制度安排[24]，微观行

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使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

过程内生出一种动力逻辑。在我国科学教育政策

的变迁与执行过程中，微观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发挥

着重要的驱动与调适作用，政府、学校、教师、家长

等微观行动者占据的政策资源、秉持的价值取向与

目标追求存在差异性，多元利益主体之间产生的互

动与博弈构成了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

首先，在政府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决策者和推行者

与间接实施者的互动。对于学校而言，是否严格执

行科学教育政策，取决于加大科学教育投入是否能

显著提升自身办学质量，而如果政府不能为学校提

供相匹配的政策资源与政策工具，学校就有可能模

糊科学教育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并进行权宜性执

行与选择性执行。其次，在学校与教师之间，存在

着间接实施者与直接实施者的互动。教师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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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直接实施者，但由于我国的科学教师培养体

系与资格准入机制尚未成熟，学校通常会指派理科

教师开展科学教育，从而加大教师工作负担以及抑

制教师的科学教育积极性。再次，在教师与家长之

间，存在着直接实施者与配合者和协作者的互动。

科学教育的开展依赖于校内外育人主体的相互配

合，家长对于科学教育的主观认识和基本态度影响

着科学教育的实施效果。

此外，受上述互动与博弈关系的影响，近年来

我国在科学教育的政策布局中采取了系列针对性

举措，在有效调适了利益主体之间互动角逐关系的

同时，也凸显了政治主体对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强

制推动作用。一方面，我国实施中高考内容改革，

以科学核心素养评价改革促进学校落实科学教育，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立普通高校综合评价与

多元录取机制。另一方面，我国大力推进中小学科

学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部通过发布《中小学教师科

学素养提升行动计划》《关于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

养的通知》等政策文件以及开展全国中小学教师科

学素质提升培训等举措，有力推动了我国中小学科

学教师队伍建设。

（三）历史逻辑：我国科学教育政策变迁存在关

键历史节点与路径依赖现象

历史逻辑强调历史进程中某个重要制度、重大

事件或者其他要素对当前制度形塑所产生的内容、

方向等方面的影响，其往往通过政策变迁中存在的

关键历史节点与路径依赖现象表现出来。政策变

迁的路径依赖现象指政策的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

机制：当一项政策形成后，退出成本的增大、协同效

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就会不断产生报酬递增[25]，

使得政策变迁愈发困难。通过分析发现，我国科学

教育政策在原有的政策体系与制度框架内发生渐

进性的微调、置换、转换，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

象，包括科学教育政策优势的自我强化与科学教育

政策改进的阻滞要素。此外，关键历史节点的出现

使科学教育政策产生突变式调整，进而呈现出集断

裂式变迁与渐进式变迁于一体的演进图景。

1.关键历史节点的涌现。在科学教育政策的

变迁过程中，各种重大社会事件、国家战略调整等

关键历史节点发挥着重要的催化效应。纵观我国

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突变性的政策转换往往以关

键性的“历史否决点”为契机。例如，在新课标用科

学核心素养替代了科学素养之后，相应的，我国开

始注重通过推广STEAM教育、加强实验教学等方

式，为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有效保障。再

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培育学生的科学素

养被视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教育应对

方案。怀进鹏在 2020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

会上指出，公众的科学素质对于解决疫情等人类共

有危机具有重要意义，这推动了我国将构建应急科

学教育体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2.科学教育政策优势的自我强化。一方面，政

策变迁的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使科学教育政策对我

国政治经济制度始终具有积极反馈。在教育高质

量发展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背景下，科学教

育的公平之维也在政策话语中逐渐凸显。《关于加

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免费

或优惠向中小学生提供科学教育服务”，“加大对薄

弱地区、薄弱学校、特殊儿童群体支持力度”，以及

“强化对资源薄弱地区建设引导”[26]。另一方面，我

国科学教育政策始终强调对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

的充分利用和整合，发挥家校社协同的育人优势。

2016年起，我国相继发布《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

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关于新时代进一

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

件，强调社区教育机构要充分利用社区内的各类教

育、科普资源，积极组织并支持师生开展丰富多彩

的科普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推动实现社区教育与

学校教育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27][28]。可见，开放共

享学校科学教育资源、统筹共享社区科普资源以及

充分利用社会科普资源已成为我国开展科学教育

的重要路径，并在我国科学教育改革中发展为不断

强化的显著优势。

3.科学教育政策改进的阻滞要素。我国科学

教育政策变迁的消极路径依赖表现为科学教育政

策改进的阻滞要素。一方面，在相关政策的支持

下，部分地区对于STEAM教育师资、基础设施、各

类资源进行针对性投入与布局，不同政策之间相互

衔接、联系紧密，形成了科学教育政策的矩阵结构，

使得政策调整的成本过高，并导致路径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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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科学教育政策颁布后，学校便会主动学习

适应其相关政策规定，以趋利避害为准则形成符合

本校实际情况的科学教育实践模式，促进自身办学

质量的提升和学校发展。另一方面，基础教育中根

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取向制约了科学教育政策的改

进与有效落地。大量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存在片面

强化应试的倾向，对激发学生科学探究兴趣重视不

够，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不足[29]。

四、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的优化路向与未来展望

未来，我国需进一步优化科学教育政策网络，

对科学教育体系进行顶层规划与系统部署，基于科

学教育政策变迁的结构逻辑、动力逻辑、历史逻辑，

把握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与动力机制，突

破科学教育政策变迁中的消极路径依赖。

（一）强化科学教育政策的统筹规划，促进政策

体系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嵌套衔接

科学教育政策在宏观政策情境中具有一定的

嵌入性，为使科学教育政策回应“间断—平衡”的宏

观情境变化，需系统强化科学教育政策的统筹规

划，促进科学教育政策体系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嵌套

衔接，适应政治经济发展背景，提升我国科学教育

政策的“体系化”程度。首先，应推进科学教育立法

工作，提升科学教育政策供给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明确科学教育政策布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落实科学教育的

经费保障。针对区域间科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

题，应强化科学教育政策的公平全纳属性，弥合区

域间的“科学教育鸿沟”，围绕科学教育的资源配

置、教师供给、教学实践，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乡村

薄弱地区的科学教育投入，发挥科学教育促进共同

富裕的战略价值。其次，应从上位系统出发，加快

科学教育体系的一体化布局，从政策层面对科学教

育内容、科学教师队伍建设、科学核心素养评价体

系、科技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机制进行顶层设计，如

对STEAM教育、科学课程教学装备配置标准予以

专项政策文件支持；从下位要素出发，推动校内外

科学教育的实践创新、文化生成、价值重塑，以科学

教育共同体的自主发展反哺科学教育政策的迭代

优化。再次，应把握科学教育调适与改革的历史契

机，依据时代特点、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战略目标和

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对科学教育政策进行合理

调整。例如，在“双减”背景下完善科学教育纳入课

后服务内容的制度设计与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学校

课后服务的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整合机制。

（二）构建科学教育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实

现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优势延续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我国在相关

政策中对于提升学生群体科学素质的政策注意力

分配度持续提升，系统化的科学教育政策集群已经

形成了显著的科学教育政策优势。对此，未来我国

科学教育政策变迁需把握路径依赖及其惯性作用

的积极效应，整合科学教育资源、社会科普资源，构

建科学教育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使多元利益主

体与微观行动者产生助推科学教育发展的协同合

力，实现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优势延续。一方面，

为科学教育主体的能力建设与协同联动提供政策

支持。动员社区、企业、科研院所参与科学教育，在

课后服务、校外活动场所、家庭日常生活中落实科

学教育，实现学校科学教育、家庭科学教育、社会科

学普及之间的优势互补。目前，随着科学教育逐步

纳入中考范围，应探索构建涵盖学生参与校内外科

学教育的表现信息的评价标准，建立各方协同参与

的科学教育质量监测机制。另一方面，需持续开展

本土化的科学教育研究与科学教育实践。有关部

门应向中小学、科研院所等组织机构广泛征集实施

科学教育的典型案例，形成和推广一批科学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区域案例与学校案例，开发融合世界科

技发展前沿成果与中国本土科学文化自信的科学

教育课程，探索家校社协同联动的科学教育模式。

（三）聚焦政策变迁主体的“利益—权力—行

动”关系，培育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部动力

微观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对科学教育政

策变迁与执行发挥着重要的调适作用。多元利益

主体通过博弈而达成利益相对平衡的持续性过程，

而多元主体权力不均衡与利益冲突左右着制度变

迁轨迹[30]。由此，建立健全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

需聚焦科学教育政策变迁主体的“利益—权力—行

动”关系，培育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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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应充分发挥对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强制

推动作用。例如，在科学教师队伍建设上，政府应

全面优化科学教育的教师资源供给制度与科学教

师培育体系，配备学历结构优化、专业结构合理的

现代化科学教师队伍。其次，应关注各参与主体的

共同利益与合理权益，促进政策变迁主体协作，赋

予各参与主体更多的参与权力。区域教育行政部

门应完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并与学校协同健全科

学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再次，学校等政策执行主体

应积极推动科学教育政策的创新实施，破解自主发

展困境与消极路径依赖。例如，学校可组织企业、

专家以社会活动场所与社会科普资源为基础，针对

性设计科学教育的实践模式，营造培养学生科学核

心素养与科学资本的科学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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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Teenager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He Erlin, Ye Xiaomei & Fan Yang

Abstract: Scientific literacy is the core litera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which deter-
mines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
t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competition in science education among countries. Can digitiza-
tion empower young people with scientific literacy? To better leverage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ization in sci-
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young people’s scientific literacy
based on PISA test data from China and Singapore. The study found that compared to the number of digital re-
sources owned by households, the number of digital resources owned by schools can more promote the digital lit-
eracy of Chinese young people. Digital autonomy, as a core competenc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adolescents compared to digital socialization, digital efficiency, and digital interest. In addition, com-
pared to using digitalization to complete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engage in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on campus,
using digitalization to complete academic activities off campu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young people’s scientific literacy. Therefore, the key to enhancing young people’s scientific literacy is to culti-
vate their digital autonomy through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d guide them to use digital resources in an orga-
nized and standardized manner.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scientific literacy; China;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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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hanging Logic,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s Science Education Policy

Zhang Li & Zhao Leil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t is foun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ing up, China’s science education policy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embryonic development, overall promo-
tion, innovative explo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with a complex transformation logic behind it. In
terms of structural logic, China’s science education policy change is influenced by embedded macro-contexts; in
terms of dynamics logic, the change means interactions and games between micro-actor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ogic, there are key historical nodes and path-dependent phenomena.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ub-
sequent science education policies require: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policies, so as to promoting of
neste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licy syste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uilding a family-school-soci-
ety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so as to continue the advantages of policy change; focusing on the“interest-power-
action”relationship of the subject of policy change, so as to foster the underlying dynamics of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Keywords: science education policy;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science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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